
1923192319231923：中国青年党

1920年代，在青年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团体，首推国民党。其次是中国青年党与

中国共产党。国、共两党久已为世人所熟知；中国青年党，则与那些高倡国家主义和自由宪

政的青年们，一并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被遗忘的民国第三大政党

中国青年党（下文简称“中青”）于 1923年的 12月 2日成立于巴黎玫瑰村共和街，发

起人包括曾琦、李璜、何鲁之、李不韪、张子柱等 12人。成立会议确定了该党的宗旨——

“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

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此后数十年，“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宗旨一直被青年

党坚持了下来。

在政治理念上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

追溯中国青年党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出现，有跟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

的意思。创始人之一的陈启天，晚年在台湾如此回忆：

“自五四运动以来，一般有志青年虽热心爱国运动，但并不热心政治活动。至民国十年

七月，共产党依照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指示，秘密成立，并多方展开赤化的政治活动。中共始

而在‘少中’会内进行赤化，继而决定加入国民党，挂羊头卖狗肉。国民党也开始联俄容共 ，

使中共得一发展的机会，于是从前热心爱国运动而不热心政治运动的有志青年，……不得不

起而设法抵制赤化的政治运动。”

青年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这种对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少年中国学会”（详见《转型中国

1919》）的内部分裂。青年党领袖、创始人曾琦、李璜、陈启天、左舜生等人，早期都曾是

“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者与骨干分子。学会的宗旨，本来是倡导从事社会改造、远离现实

政治的，但到了 1921年前后，会员内部对是否参与现实政治，已出现了严重分歧；对如何

参与现实政治的分歧则更大。青年党创始人李璜，日后如此回忆这一分歧：

“早在‘少中’成立未久，因受世界思潮的影响，除少数会员仍抱不问政治，专攻学术

的态度，如王光祈、周无等人外，大多数的会员均因对改造中国观点的不同，而有了分歧，

这种分歧，最早见于李大钊与曾琦的通信讨论，李主张，中国问题为一世界问题，欲救中国 ，

须先参加世界革命；曾主张，世界革命以现刻国际形势而言绝不可能，中国须求自强自救，

国际主义只是理想，绝不可靠。”

李璜所描述的这种分歧，后来被简化为“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当日，以李

大钊、邓中夏、恽代英为代表的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深受苏俄影响，认为无产阶级



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要想摆脱外遭强国压迫、内有军阀为祸的命运，必须铲除国

内一切的剥削阶级，参与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去，用李大钊的说法，是必须依靠俄国的力

量，因为苏维埃俄国“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但在以曾琦、李璜、左舜生为代表的另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看来，将中国革命

的命运寄希望在苏俄身上，是靠不住的，因为任何国家参与国际事务，都必然以本国利益为

出发点，所谓真正的国际主义，并不存在。曾琦在其 1918年出版的《国体与青年》一书中，

非常明确地反对“阶级本位”，而呼吁青年们“以国家和民族为本位”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

命运。

很显然，曾琦、李璜们的“国家主义”，与李大钊、邓中夏们的“共产主义”，很难有相

容的余地——前者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后者推崇“工人无祖国”；前者主张全民的民

主政治，后者信奉世界革命和阶级专政。这种分歧最终演变成激烈的争论——1924年的某

一天，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与恽代英、张闻天、沈泽民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

此的政治主张进行讨论，据学会成员方东美回忆，“当时如有手枪，恐已血流成河矣。”

建党宗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内，中国青年党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

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核心人物如周恩来、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从未停止过政见的论战。在

法国，周恩来等人有《赤光》半月刊为阵地；曾琦等人则创办了《先声》周报；双方大致同

时间回国后，曾琦等人又创办了《醒狮》周报，以抗衡中共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

这种长期的理念对抗，在某种程度上，掩盖掉了中国青年党真正的政治诉求。其建党宗

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度被扭曲解读成“对外反对苏联，对内反对中共”。这种理解 ，

完全背离了曾琦在 1925年 12月的公开表述。曾琦作为青年党党魁，如此解释“外抗强权，

内除国贼”：

“ (甲)国贼之定义：国贼者何？即其行为有背于国民之公意、有害于国家之生存者是

也。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吾人可发现若干之国贼，为国民之公敌，其在欧美日本有绝对

不能生存者，在我国乃如蔓草之滋长焉，此吾人所为腐心切齿，而志在必除者也。

“(乙)国贼之种类：国贼之种类本难悉数，估依上述定义，举其最显著如下：1，盗卖

国权，摧残民命之军阀；2.营私舞弊，祸国殃民之官僚；3.假借外力，争夺政权之政党；4，

朝兰暮四，寡廉鲜耻之政客；5，把持地方，鱼肉乡民之滥绅；6，勾结外人，掠夺国富之财

阀；7，破坏公益，专谋私利之奸商；8，欺世盗名，不负责任之乡愿；9，倚仗外人，压制

同胞之教徒；10，扰乱社会，妨害国家之流氓。

“(丙)强权之定义：强权者何？即以种种压力强加于个人或国家者是也。其方法有为“直

接的”或“间接的”，吾人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有自称为列强之英、法、日、美、意诸

国，最足以为强权之注脚。盖其侵凌弱国，有如虎豹之对犬羊，其凶暴直非人所忍也！

“(丁)强权之种类，大别为下列四种：l，武力侵略政策(如直接以兵力占领土地是)；2、

文化侵略政策(如提倡某国化的教育是)；3，经济侵略政策(如掌握经济命脉之关税盐税是)；



4、宗教侵略政策(如派遣教士来华传教是)。（引自曾琦《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

从曾琦的上述描述中，其实看不出中国青年党“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建党宗旨，有

专指苏俄和中共的意思。不过，曾琦在文章中仍用了约 500字的篇幅，详细讲述了青年党与

共产党在“外抗强权”问题上见解的不同：

“所谓‘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乃自实行共产主义之苏俄发出，……而吾人信

仰国家主义者，则万万不能与之苟同，其理由第一、为吾人认定列强之对华政策不一，其利

害尤多相反，吾人但当分别对付，如土耳其之所为。断不能同时反对，遵苏维埃之号令。第

二、吾人提倡‘国家主义’，但为保护本国，初无‘干涉他国’之意，‘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

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显然为一种‘世界革命’。在吾人自身尚受羁绊之

际，恐无余力及此。第三、吾人若仅以打倒资本帝国为号召，万一世界上有非资本帝国而以

武力临我者或据我之领土或强我奉号令，彼时吾人将何辞以对？故不如改为‘外抗强权’，

表明吾人但求‘保护本国’，并不干涉他人，凡有以压力相加之强权国家，不问其为何种制

度，吾人皆当依‘民族自卫’之原则，起而以武力抵抗之，此则国家主义者之天职也。”

20202020年代：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党外无党”

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决定了新生的青年党，不仅不可能与共产党走到一起，而且与

正在实施联俄联共政策的国民党，也无法合作。1924年，曾琦借孙中山自广州北上路过上

海之机，曾前往会见，“劝其中止联俄联共”，但双方“辩论久之，不欢而散”。稍后，另一

党魁李璜又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号召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和反对苏

联驱赶华侨，结果开会期间又与国民党及共产党发生了严重肢体冲突。不过，总体上看，青

年党对国民党的态度，要远远好于对待共产党。党魁左舜生曾如此描述：

“青年党（对国民党）除掉提携共产党与联俄一点曾有过批评外，实不曾怀过半点敌意 。”

但即便如此，当国民党北伐成功，在南京正式建立政府之后，青年党的机关刊物《醒狮 》

周报仍不免遭到查禁，曾琦本人也被拘捕，青年党人在各地的活动也被积极压制。这种结局 ，

与青年党不愿被国民党合并，而必欲保持自己独立的政党地位有关。陈布雷曾游说青年党加

入国民党，1927年 7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是否要加入国

民党，会议结论是：“宜与国民党合作”，但是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以便青年党发展成

健全的在野党。

会议发表了青年党《对时局的宣言》。该宣言猛烈攻击国民党所竭力标榜的“党外无党，

党内无派”，称“党外无党”的主张，不符合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和世界政党政治的潮流；

“党内无派”则与国民党派系林立的实情完全相反。宣言尤其攻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说道 ：

“专制政体，无论何种属性，何人当权，根本阻碍自由思想，违背平等原则，破坏博爱

精神，使人民失自动的能力，文化受无理的阻碍，国家因之衰弱，社会因之凝滞。举凡政治

家，无人敢说专制政体较民主政体更好的。而国民党假借‘训政’这一巧妙的名词，为施专

制之护符，是决不能加以赞同的。因此，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和党外无党的口号！”

此次会议之后，《醒狮》周刊即被查禁，曾琦也被捕入狱。1928年 8月，青年党在上海



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公开喊出了“打倒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口号，曾琦在会上

公开质问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天下为公之旨有无冲突”、“训政制度与满清立宪有何区别？”

曾琦说，一党专政有三大弊端，“一则无在野党之监督，而本身有易趋于腐化之势”；“二则

功利之徒纷纷趋赴，使党内分子复杂，派系愈多”；“三则正直之士断难屈服，为贯彻七所信

之主张计，必相聚而自成一党。不能公开则出以秘密，不能决胜于议院，势必决胜于疆场，

此所谓逼朋友为仇雠，化温和为激烈，徒自种荆棘以障碍成功而已！”

曾琦还说，国民党以“人民程度太低”为由拒绝实施宪政，实属谬论。以前的清末立宪

党人如此说，后来袁世凯也如此说，如今以民主自我标榜的国民党也如此说，“这不啻视我

四万万人为阿斗，自居于诸葛亮的侮辱国民的言行。”

抗战期间：一面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一面呼吁宪政民主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人受其“国

家主义”信仰的驱动，积极投身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青年党组织了 240余人的青年

铁血军支援吴淞战场，此役，该党党员、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因抗敌有功而名扬天

下。长城战役期间，青年党党员参加义勇军而牺牲者达 700余人。青年党党魁曾琦、李璜等

人，均曾前赴平津和冀东一带亲身从事抗日活动。李璜一度辞去所有青年党党内职务，专门

办理东北义勇军事务，并成立了中国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总部。李璜多年后回忆：若无胡适先

生的帮助，身为“抗日义勇军首领”的他，差一点在北平被日军捕获。

战场之外，青年党在舆论上继续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将其看作实现全民抗日的最大

阻碍。但青年党对国民党的整体态度，已由反对转向了合作——在党魁曾琦看来，国民党握

有国家政权，抗日既然不得不依靠国家政权，青年党也就不能不与国民党合作，不得不从反

对者变为“诤友”。这种转变，可以 1934年曾琦让左舜生上庐山与蒋介石面谈为标志。到 1936
年，两党的关系已相当融洽——史料记载，东北军中级军官中的青年党人，曾给曾琦写信，

密告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已经在西安组成了倒蒋的“三位一体”联合阵线；曾琦得信后曾

派李璜第一时间赶往洛阳，劝阻蒋介石的西安之行，“劝其万勿忽视，恐生肘腋之变”；西安

事变后，曾琦及青年党又坚决地支持蒋介石，谴责杨虎城、张学良。1937年春，青年党三

巨头“曾（琦）、左（舜生）、李（璜）”同到浙江奉化会晤蒋介石，长谈三日，两党的合作

关系进一步巩固。

合作之外，青年党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批评并未停止。1940年，曾琦曾撰文《论实行

宪政之时期与国民大会之性质》，再次反驳了国民党的“人民程度不足说”、“训政工作未完

说”、“军事时期不宜说”。1941年，青年党作为“三党三派”（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

乡村建设派、职教社、无党派人士）中最大的一股组织力量，又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本年 10月 28日，延安《解放日报》曾刊登社论，称赞曾琦等人的民主、宪政诉求，

社论说：

“最近曾琦、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张澜先生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双十节他们发

布了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

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

好的前途。”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青年党认为“民盟”已成为中共的传声筒，选择退出，

单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上，青年党独自提出三大提案：1、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

化；2、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3、和平建国纲领。

这一时期，为实现全民联合抗日，青年党也主动调整了与共产党的政见对立。对此，中

共也有着清晰的感知，1936年 8月 5日，《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批示信》中说：“历

来同我们的党，处在最尖锐对立地位的最右倾最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中的进步分子，现在竟把

他的两个口号，加以新的解释，即‘外抗强权’不是指苏联而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内除

国贼’不是指共产党，而指的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贼，如果他们实际的真像这样的话，国家主

义派将不是我们的政敌，而是抗日战线中的同盟军。”

1945年 12月，青年党在重庆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日本已经投降，大会对青

年党的宗旨作了修改，去掉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字样，更改为：“本党本国家主义

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则，内求统一与自由，外保安全与独立，以建设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 ，

并促进平等合作的世界为宗旨。”会议结束后，青年党发布《宣言》，称：

“本党自来所谨守的最高原则，为国家主义，民主政治。……国家不是任何个人、党派

或阶级的工具，而是全民所共同托命的一个总体。……国家必须是全体民众的国家，由全体

人民所共治、共有、共享的民主国家，而不是任何少数私人或集团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能

尽了国家所应尽的责任，而获得全民的拥护。在这个观点之上，我们强调‘民主政治’的重

要性，要求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协作的真正民主政治，以保障全民的利益。国家主义和民

主政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结语：

“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念分歧，决定了国共内战期间，青年党的选择。但国

民党实际上也容不下青年党的“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内战的高压与政局的恶化，使

得青年党人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曾琦选择了与国民党积极合作，另一党魁李璜则拒绝了国民

党“经济部长”一职，并缺席了 1947年的青年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再往后，随着国

民党军事上的失败，青年党也去了台湾。这个在 1948年党员人数一度达到 30余万的民国第

三大政党，就此走向了式微。

但后人回顾民国时期这段历史，自不能忽略青年党的存在。它鲜明地昭示着：在国民党

的“训政建国”与共产党的“阶级专政”之外，仍然有许多的青年，怀抱着别样的建国之梦

——青年党的“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不过是这诸多不同建国之梦中的一种。而这诸

多建国之梦，在今天看来，仍有它的史鉴意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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